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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工业革命的 影响 下，工业主义在思想界迅速取代重农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过去关于工业化 问题 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思维方式下进行的。这种传统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忽视了农业对工业化过程的决定作用，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一个自身独立的 发展 过程，另一方面没有看到工业化过程的内部结构，从而把工业化过程了解为一个抽象的线性发展过程。然而，从重农主义的 理论 前提出发，则可以区分出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这两种工业化过程虽然密切相关，但却有着各自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趋势。
Reflection on the Paradigm of Industrialization Research and Its
Reconstruction: From Industrialism to Physiocr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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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industrialism rapidly superseded the physiocratism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 and become the dominant mode of thinking. As I know, up to now nearly all researches on industrialization are still subject to the industrialist mode of thinking. In such a research paradigm, on the one hand the decisive role of agriculture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neglected and the process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isolable o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per se has been viewed as an abstract linear one. HerEin from the long-neglected physiocratic theory, I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wo distinct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es and examine the connexion between them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inner structures and developmental trends.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工业化的研究都是在工业主义的理论预设下进行的：可以把工业化过程视为一个孤立的线性发展过程。因而，所有的工业化过程如果说有什么差别的话，那么这些差别只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而绝不是质的区别。换言之，在关于工业化的传统研究中，没有关于工业化过程类型的概念。①
本文即是要在反思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工业化过程的抽象类型学，或者说构建两个在概念上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对立的基本工业化过程的理想模型。通过这个理想模型所提供的参照框架，我们可以对实际工业化过程的结构、性质和趋势进行具体的理论探讨。
一 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反思
自马克斯·韦伯倡导“理想类型”的研究 方法 以来，这种研究方法就迅速在西方学术界盛行起来，特别是在西方 现代 化学派的各种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最著名的实例之一就是这个学派对 社会 形态所作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二元区分。可以说，正是这种二分法集中反映了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据笔者所知，研究工业化问题的学者一般都把注意力放在工业化研究本身上，而不曾试图反思一下工业化研究的范式。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范式是 自然 而然的，殊不知那只不过是工业主义的 历史 产物，后者则是英国工业革命在思想界的产儿。就其 内容 看，工业主义是在批判重农主义的“教条”——农业部门是惟一的生产部门——中产生的，它坚持了相反的立场：“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工业已达到了高度发展状态，航海业、国内和国际贸易、甚至农业本身，才会发展起来。”[1](p
100)其中蕴含的结论不外是，工业发展可以而且必须独立于农业之外单独进行考察。这种信念一经确立就长期支配了人们对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再也没有感觉到有从工业化研究的角度重新审视重农主义理论的必要。
无疑，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理论范式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个范畴是被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的。在这种理论范式中，“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被假定为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形态，前者是传统的，后者则是现代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断裂，而决非历史的延续。在这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发展，而是被理解为一种替代。因此，当人们谈到工业化的时候，农业问题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被当作一个消极的背景来看待，当作一种工业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或有价值或无价值的历史遗产来看待，而工业化过程和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却被忽视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以前的发展 经济 学家和现代化论者完全没有注意到农业的重要性。在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化论者当中，确实不乏有人在探讨工业化问题的时候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例如，罗斯托就认为“正是农业革命多种的、显著的和一致的结果，使它在前提条件阶段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农业必须为现代部门提供更多的粮食、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可贷资金”[2](p
2
4)。然而，这种考察方式是把农业视为工业化过程的一般外部条件，而不是把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当作“一个同一过程不可分离的要素”来看待的。[3](p
1
6)
这种把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关系当作一种外在关系来看待的观点并非罗斯托的一家之见，毋宁说代表了现代经济学者的一般看法。苏布拉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在《农业与经济发展》一书中讨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时候，引述了库兹涅茨的“经典 分析 ”，把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主要是工业)的增长与发展的作用归结为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简言之，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作为一般的外部条件，其作用是向工业部门提供粮食和原料、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劳动力和资本以及外汇。[4](p26～
2
7)这种考察方式和罗斯托的考察方式一脉相承，并无二致。
在发展经济学家中，企图把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作为同一个过程的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来看待的经济学家是古斯塔夫·拉尼斯和约翰·费。他们把劳动力的转移看作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联系的纽带，把劳动力工资率的变化看作是影响这种联系的主要变量，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作为解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由于竞争劳动力而造成的问题的主要手段。[5](p27～
3
4)在这种理论中，农业和工业是被设定在一个过程里面的，而且确实也是作为这一个过程的两个对立的方面出现的。但是在这里，工业增长和发展却是作为一个和农业无关的前提出现的。它没有探讨工业增长的根源问题，更没有从农业方面探讨工业增长的根源和动力。实际上，农业依然是被作为外在于工业化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或因素。
由于脱离了与农业发展的内在联系来单独考察工业化过程，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自然就把工业化过程理解为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按照这种看法，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相比，两者只是处在同一种工业化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不可能是处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中。不同国家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包括工业本身的技术、组织和规模等)几乎从来没有被理解为可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业化过程的质的区别的反映。
美国学者保罗·斯特里顿曾在发展经济学诸多理论和流派中做出了一种二分法：“线性范例与非线性范例”。在他看来，持线性发展观的学者会认为“发展是所有国家都沿着前进的线性道路。发达国家在不同时间越过了起飞阶段，而发展 中国 家现在正跟上去”。“线性观点排除了不同发展方式的选择。一切国家都不可抗拒地必定经过罗斯托式的五个阶段”。[6](p3
8
3)而持非线性发展观的学者(例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则认为“富—穷关系的国际体系制造了并保持了穷国的不发展”[6](p3
8
3)，因而贫穷的后发国家就不能像捷足先登的发达国家那样顺利地经过自己的发展阶梯：一句话，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线被发达国家打断了。
但是，斯特里顿在这里所做的区别显然不是对一般工业化过程本身的概念性区别，而只是对不同国家工业化过程的实际发展状况的区分。其实，无论是斯特里顿所谓的线性范例，还是他所谓的非线性范例，都仍然没有摆脱对工业化过程本身的狭隘理解。单一的线性工业化过程仍然是两者共同的内在预设，所不同的只是线性范例的学者认为所有国家都会依次通过工业化过程，而非线性范例的学者则认为只有部分国家会通过这同一种工业化过程，而其他国家则在这同一种工业化过程的某个阶段会“搁浅”(或暂时搁浅)。关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业化过程的概念依然还没有进入斯特里顿本人及其所讨论的那些线性范例和非线性范例的发展经济学学者的视野之内。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上述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是抽象的理智思维方式在工业化研究中的运用和体现。这种思维方式坚持着抽象的同一性，把考察对象视为一个自身同一的、不自相矛盾的东西，而不是自身包含区别、对立和矛盾的具体的同一物。这一点构成了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这种缺陷将在下面所阐述的新研究范式中得到克服。
二 农业结构和工业化过程的分疏：一种新分析范式
作为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基础的是工业主义者的这样一种理论偏好：在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中，后者是主导的、积极的和主动的方面，前者是从属的、消极的和被动的方面，因而须从工业发展的观点去考察农业发展，而不应该从农业发展的角度去考察工业发展，从而事实上把工业发展理解为一个从属的方面。自然，这种理论预设和偏好得到了历史表象的巨大支持。根据经典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工业化无疑是现代历史的主轴和不可抗拒的趋势。
但是这样一种理论预设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无论是在“农业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农业生产率的发展都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正像马克思在分析重农主义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农业劳动不只是农业范围内的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并且是其他一切劳动部门所以能够独立经营的自然基础”[7](p
1
6)。所以，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工业主义预设虽然得到了历史和学者的双重支持，但是并不同样为基本事实所支持。我们应该从工业的实际地位出发来考察工业化过程，而不是把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作为考察的根据。这样，重农主义者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就成为我们考察工业化过程的逻辑起点：农业劳动是惟一的生产劳动，而工业劳动则是非生产的。
诚然，重农主义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观点，和其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一样只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然而，这种观点却包含了关于工业劳动和工业化过程与农业关系的一种深刻见解。这就是，从农业阶级①的立场来看，工业劳动是作为该阶级的消费手段而存在的，工业化过程则是适应该阶级的消费需要而发展的。
我们可以设想，农业阶级收入的最初形式是农产品。问题是他们将怎样消费掉自己的这种物质形式的全部收入呢?自然，他们收入的一部分首先会在农产品的形式上消费掉。但余下的部分又该如何消费呢?他们总不大可能在农产品的形式上消费掉自己的全部收入。例如，一个农业生产者每年为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生产1000公斤粮食，价值1000元，而他和他的家人每年只能消费掉其中的一半即价值500元的500公斤粮食，那么他剩下的另一半价值500元的500公斤粮食该如何消费呢?虽然这个农业生产者已不再消费农产品，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也不能再消费别的类型的产品，因而该农业生产者就可以用自己的剩余农产品去交换工业阶级的产品(后者的产品要么是消费品，农业生产者用来提高自己当前的福利，要么是资本品，农业生产者用来提高自己未来的福利)。按照假定，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会把自己不能直接消费的农产品全部花费在工业阶级生产的消费品上。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从整个农业阶级的观点来看，工业阶级的劳动和产品都是农业阶级实现和扩大自身消费的手段。因而，对他们来说，工业阶级的劳动并不属于生产的范畴，而属于消费的范畴。有趣的是，对后一个阶级来说，农业阶级花费在他们工业品上的收入却总是生产性的，它构成该阶级的“生产基金”。
既然工业阶级的生产活动无非是农业阶级实现自身消费的手段，那么，工业发展过程本身就不能不受这个阶级消费性质和方式的影响，而两个农业阶级在消费性质和方式上的差异也就不能不在工业发展趋向中反映出来。历史地说，由于消费性质和方式的不同，农业生产阶级和农业剩余占有阶级这两个农业阶级曾经分别决定了两种性质和发展趋向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工业化过程。下面就对这一点进行具体说明。这种说明不仅是为了建构抽象的理论模型，同时也包含着实际的历史分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魁奈在《经济表的分析》中认为国民由市民的三个阶级构成：“生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一切不从事农业而从事别种服务和别种工作的市民”)。[7](p
2
3)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也区分出三个类似的社会阶级，但稍有不同：农业生产阶级(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因而获得绝大部分收入的阶级)、农业剩余占有阶级(这个阶级的收入直接或间接来自前者，但他们的利益并不在于农业生产本身，而在于农业剩余的占有)和工业阶级(从事工业生产的阶级)。由于前两者的收入源泉都是农业，故合称为农业阶级。
至少在近代以前，或者用西方现代化学派的话语来说，至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业生产者阶级——“农民”的经济形态是某种封闭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并不意味着与交换经济的完全隔绝，而是趋向于将经济中的交换成分减少到最低限度。对这种经济来说，尽量自给自足是生产和生活的至理名言，勤俭节约是道德的最高规范。之所以如此，无疑是由下面两个经济和社会因素造成的：一是当时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二是农民的大部分产品被农业剩余占有者阶级侵吞。在这双重限制之下，农民可用来交换独立手工业者工业品的农产品数量不能不是十分有限的。换言之，贫困农民为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基金”数量是十分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农民只能购买数量有限、价格低廉的工业品，另一方面，与农民消费相联系的工业发展也只能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和限制在极低的水平上：技术原始，资本有限，组织简单，市场狭小以及分工不发展。实际上，这种小农业和小工业的结合就构成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方经济。
由于各国具体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不同，这种地方经济表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例如，中国的地方经济是以一个初级市场体系的形态存在的。这样一个市场体系通常是一个包括了一组村庄和一个初级市场的经济社会区域。“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8](p
40)这种 农村 市场“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8](p
6)。在这种市场上出售的都是为当地居民尤其是农民服务的低级商品。
印度农民的地方经济则表现为一个个独立的“具有内部专业化和交换关系的村社”。在印度教的印度，村社的规模通常很大，一个典型村社的居民多达2500人。这使得村社内部能够形成高度发展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并因而使印度村社成为一个高度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单位。在村社内部，专门职业包括陶器制造、石器加工、理发、零售、织布、洗烫和放牧等。所有这些职业都是由单独的种姓完成的。各专业种姓负有相互提供服务的义务。[9]印度地方经济的这种内部调节制度(硬化为种姓和村社制度)显然与中国的不同，但是它对以农民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的影响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将之限制在一个同样狭小的地方范围内。 毋庸置疑，这种消费者城市经济与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地方经济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农民的消费代表了分散型消费的话，那么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则代表了消费的集中。这种集中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相对于农民的消费分散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则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等点状居民点上；二是相对于农民的消费能力的弱小，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能力相对强大得多：这是消费能力的集中。消费能力的集中使得城市农业剩余占有者可以消费农业直接生产者无力消费的价值高昂的高级商品，而这就很可能使得城市工业沿着生产奢侈品的方向发展(最著名的实例大概是法国历史上的巴黎)。 这两种工业化过程不仅在横向关系上是对立的，而且在纵向发展上也是相互矛盾的。历史地说，以农业剩余占有者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长期排挤着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在19世纪，老工业结构的持续时间在法国要比在英国长得多，门德尔斯看到了这个事实；但是，他把它仅仅归结为两国生产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在他看来，在英国劳动相对昂贵，而法国资本相对昂贵)。[13](p2
60)他完全没有看到两国工业化过程的性质差异必然造成这种后果。 相反，只有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才能导向“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形成。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的时候指出：“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造成大工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农村整个地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12](p5
1
5)
为什么呢?显然，这是由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化过程的性质决定的。与前述消费者城市经济中工业的发展以农业生产者的贫困和农业生产的停滞为历史前提不同，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工业发展是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是以后者为基础和前提的。显而易见，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的扩大只能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收入的增加为前提。在这里，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利益不仅与农业生产及其发展的利益相一致，而且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农业生产者阶级消费的扩大对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作为消费者，农业生产者阶级的生活消费会刺激为他们生活服务的工业发展；作为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消费(资本)也会刺激为他们的生产服务的工业发展。尤其是后一种情况，无疑会产生良性循环：为促进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发展会通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整个工业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动力。这一点在消费者城市经济和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因而，现代工业化是从这种类型的工业化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相反。
但是，这并不是说以农业剩余为基础的工业发展就总是“相对落后”的。恰恰相反，这种类型的工业发展在历史上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热烈争论，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很好地理解这种工业发展所蕴含的矛盾和局限性，原因就在于这种矛盾和局限性并不会在工业本身的发展水平上映现出来。学者们经常对一些历史矛盾困惑不解：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就其本身来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包括技术、组织和规模等方面)，却没有能力进一步向前发展和向现代大机器工业迈进?为什么反而是英国这个原来在工业发展上并不先进的小小岛国率先发生了工业革命?
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长期困惑不解，显然是与传统的工业化研究范式密切相关的。这种研究范式是把工业化过程当作一个独立自存的过程来理解的，当作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来理解的，这就限制了人们对不同工业化过程不同发展趋势的认识，妨碍了人们对工业化转型问题的理解。
三 新范式与 工业 化转型 问题 研究
当富兰克林·F·门德尔斯把原初工业化作为“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的时候，他无疑是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内来看待原初工业化这个问题的。其实，根据上面的研究范式，原初工业化并不是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而是 现代 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之所以说这种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因为正是在原初工业化中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才首次变成了整个工业化过程的主要动力，而在此之前的工业 发展 (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传统工业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农业剩余的集聚和消费。① 事实上，原初工业化正是在当时发生的农业革命的基础上获得巨大的发展动力的。但是，门德尔斯本人并没有强调原初工业化的这个农业基础。在《原初工业化：工业化的第一阶段》(19
7
2)这篇专门论述原初工业化的文章中，门氏并没有提到农业发展在原初工业化中的地位，而只是考察了人口、劳动力和资本等因素的作用。门德尔斯只是看到了原初工业是现代工业的前身，是一种不同于现代工业类型的初级工业类型，但是却忽略了原初工业化所代表的一个更加重要得多的 历史 过程，即以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形态的转变——从农民的传统的小地方经济转变为范围更大的区域经济。在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中，专业化和 社会 分工得到了发展(以区域专业化和分工的历史形态出现)，出现了商品型农业区和原初工业区，两者的结合形成了新的区域经济体系。这种新的区域经济体系不仅具有更加发展
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而又具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作为这种社会分工发展基础的农业生产率的高度发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下面一点：如果说以前的工业化过程的主导方面是以牺牲农业生产者阶级的利益和农业发展的利益为基础的工业化，那么原初工业化所代表的工业化过程就是那种在农业发展基础上进行的工业化，就是那种能够与农业良性互动的工业化。这种工业化过程开辟了社会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传统的工业化总是在遏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原初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化，是现代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而不能只简单地理解为“工业化过程的第一阶段”。
由于受到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束缚，门德尔斯仅仅在狭隘的工业部门范围内区分原初工业和现代工业，考察原初工业化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变。他没有理解，尽管原初工业和现代工业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形态(前者是农村的、家庭的、手工的和分散的传统小工业，后者城市的、工厂的、机器的和集中的现代大工业)，但是他所谓的原初工业化和“现代工业化”只是同一种工业化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两个连续发展阶段：后者无非是前者的深化。作为同一过程，它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的对立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在“帝国主义”一文中，卡尔·考茨基曾做出过一种类似的区分：“有两种途径可以保证对于工业的供应。在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农民)作为自由和平等的人而相互对待的时候，工业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径，以价值 规律 为基础来获得自己的原料和食品。”[4](p
5)“还有另外一条给工业输送原料和食品的途径，即人们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这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并且今天还在殖民政策中起着很大作用。”[14](p5～
6)前者大略相当于笔者所谓的现代工业化过程中的情形，后者大略相当于笔者所谓的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的情形。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考茨基的上述区分是比较“粗俗的”。他所谓的“人们”究竟是指什么呢?是他本人所谓的“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吗?从上下文来看，似乎就是这样。然而，无论历史地看，还是逻辑地看，能够“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的“人们”都不可能是“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而是与这种经济角色相当不同的“农业剩余占有阶级”。实际上，无论在哪种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总是要在支付“报酬”后才能获得它们所要的“原料和食品”，这种报酬就是他们自己的工业劳动和工业产品。当然，考茨基做出上述区分远不是为了建立一种工业化过程的理论，而是要服务于他的“帝围主义”强论。
也正是由于研究范式的局限，门德尔斯提出了一个假问题，即关于去工业化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原初工业化地区过渡到了现代工业化，而另外一些原初工业化地区却没有过渡到现代工业化?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假问题，是因为门德尔斯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原初工业化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工业革命本身的问题。正是工业革命所形成的新工业形态的性质造成了对新工业生产条件的需要，在新的工业生产条件要求下工业地理布局的改变是 自然 而然的事情，是一个可以在工业地 理学 范围内就能得到完全说明的问题。这个问题同原初工业和原初工业化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而只是一个在转变中发生的问题，是一个转变造成的问题，它以转变已经存在为基础。
然而，如果说在门德尔斯的研究中去工业化问题是一个假问题的话，那么当把这个假问题 应用 到 中国 来探讨中国明清 时代 工业发展的前景时，这个问题倒不失为一个有趣的真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既然与英国发生原初工业化大致同时中国江南地区的工业也发展到了很高(甚至更高)的水平，那么，如果没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正常发展过程的中断，中国是否也会自动走向工业革命呢?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经历了一个从肯定论到不确定论再到不可知论的演变。在资本主义萌芽 分析 框架内解答这个问题的学者，持肯定的答案。李伯重先生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替代分析，用“斯密型成长”的概念得出了不确定论的结论。[16]而孟彦弘先生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及相关诸问题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则主张一种不可知论。[17]然而，这种演变事实上不过反映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缺少有效的分析工具。无论具体的主张和论据如何，由于受到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束缚，学者们还不曾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中国在近代前夕是否与英国一样开启了现代工业化过程?
根据这里阐述的范式，如果当时中国也和英国一样走上了类似原初工业化的道路，中国也应该更有条件和可能走向工业革命。但史实究竟如何呢?严立贤先生在《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与国内市场》一书中指出，“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原初工业化[严立贤先生对原初工业化有自己独特的解释，而并不是照搬门德尔斯的概念——作者注]不是以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为基础的，而是在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减少至负数，被作为增加必要产品价值的手段的情况下产生的。中国的原初工业化所创造的价值，仍属于必要产品价值的范畴。”[18](p1
7
8)如果严立贤先生的这种见解符合史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中国早期工业化与门德尔斯所谓的原初工业化并不属于同一范畴：中国当时并没有走向现代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据此，我们可以完全合理地推断当时的中国是处在以农业剩余的占有和消费为基础的前现代工业化阶段。中国城市和工业的“繁荣”正是这种前现代工业化的表现和结果。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未能理解中国这种工业化的特殊性质及其蕴含的矛盾，他只是看到了中国在1400～1800年之间的工业“优势”，并且事实上为这种历史假象所迷惑。
弗兰克从经济周期和要素禀赋等方面来解释中国和西方工业化过程的不同趋向和结局，但他没有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由于自身的性质已经达到了它的极限，再也没有向前发展的冲力；他同样没有看到英国的工业增长和突变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工业化过程的持续发展的结果。[19]
真正的问题大概并不在于两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像弗兰克所认为的那样，中国劳动力相对富裕而资本不足，英国则相反)，而在于中国和西方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中国长期没有走上现代工业化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长期存在以及缺少外力打破在这种政治体制主导下的前现代工业化模式，而西方特别是英国在近代从殖民贸易和掠夺中获得的巨额财富却能够使本国的统治集团放松对国内农业生产者阶级的榨取，从而使一部分农业剩余转化为这个阶级的收入和消费，并因而使英国国内的工业化过程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农业剩余榨取减轻→农业生产者阶级收入和消费增加→为农业生产者阶级消费服务的工业增长和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和农业生产者阶级收入和消费增加→为农业生产者阶级消费服务的工业进一步增长和发展。这种模式不就是英国原初工业化和工业革命所代表的那种现代工业化过程吗?
逻辑本身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在传统的研究范式内我们却无从知晓。
四 补论
本文阐述的新研究范式或许可以称为“新重农主义”，因为在形式上这个范式无疑是向重农主义理论的回归。但是，我丝毫不会因此否认现代工业化过程的伟大历史意义，其实这个范式本身就包含着对这种历史意义的解释。因为根据新范式，与传统工业化相区别的现代工业化开辟了人类社会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范式是对传统范式的“扬弃”，而不是对传统范式的完全否定。
当然，就像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样，这个新范式也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它把工业自身范围内的发展面向(包括工业的技术、资本和组织等方面)排除在自己的考察范围之外——实际上，这正是传统工业化研究范式的考察范围。新范式与旧范式相比，只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一种新的分析工具。问题并不在于哪一种研究范式更加完善，哪一种分析工具更加有用，而只在于我们如何根据研究问题和对象的特殊性质来确定合适的研究范式和分析工具。保罗·萨缪尔森在谈到各种商业周期理论的时候说道，每一种理论都含有一些合理成分，但又没有一个能放之四海而皆准。[20](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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